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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介入背景下的底层环境抗争研究

陈　 涛，杨　 悦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　 要：在底层的环境抗争中，国家介入表现为积极介入、消极介入与消解性介入三种类型，不同的

介入类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作为“中国海洋污染索赔第一案”，“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开创

了维护国家海洋生态权益的先例。 在此次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是底层环境抗争成功的关键。
虽然国家介入的主旨在于保护海洋环境，但它为底层环境抗争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渠道和专业技术

支持，提高了抗争维权的组织化程度，并为判决结果的执行提供了机制保障。 而从整体上看，国家

介入具有选择性，导致底层社会权益维护的制度保障不足。 只有建立健全制度化介入机制，才能有

效维护底层群体权益，进而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关键词：溢油事件；国家介入；环境抗争；选择性介入；制度化介入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２􀆰 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４９７０（２０１５）０３ ００３３ ０６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底层环境抗争事

件层出不穷。 作为社会底层中的重要群体类型，沿
海渔民的环境抗争日益复杂而深刻。 当前，海洋开

发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但粗放型开发问题比较突出，
时常导致海洋污染问题，进而引发底层群体的环境

抗争事件。 而在大型海洋污染事件中，国家的介入

模式对底层的环境抗争成效产生着深刻影响，亟待

深入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我国海洋污染事件

频频发生。 海洋污染事件往往导致渔民等底层群体

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由此引发他们开展多种形式的

环境抗争。 渔民能否提供海洋污染及其导致经济损

失的有效证据，是环境抗争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重

要因素。 但是，受知识、技术和权威性等多种因素限

制，他们在抗争过程中常常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甚
至因此出现“法院不受理”现象［１］；而即使法院受

理，成功索赔的可能性又很低。 由此，环境抗争中出

现了“取证难”、“立案难”、“索赔难”以及“执行难”
等“四难困境”问题。 而国家的介入则会直接影响

到地方政府、司法部门以及专家技术团体的态度与

立场，从而对底层群体的环境抗争行为及其预期效

果产生显著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９０ 条明确

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

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

偿要求。”海洋作为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在其受到生

态损害时，国家有权作为海洋生态受害人提出求偿，
而代表国家提出对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是有关

行政主管机关［２］９０，包括国家海洋部门、海事部门、环
保部门和渔业部门等。 由此，本文中的国家介入指的

是，国家行政主管机关对底层环境抗争的干预，对司

法部门、专家技术团体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有关底

层环境抗争的态度和立场的引导。 在底层环境抗争

中，国家介入主要有消解性介入、消极介入与积极介

入三种类型。 所谓消解性介入，指的是在维稳机制等

因素作用下，国家行政主管机关对环境抗争所采取的

瓦解性措施。 当前，虽然底层抗争形式日益丰富，但
是，国家权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应对的特点：底层有一

套抵抗策略，国家权力就创造一套策略以化解［３］。 消

解性介入措施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强制性的压

制和限制性措施，二是通过“做工作”等思想政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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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对底层社会的环境抗争活动予以瓦解。 随着

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强制性的压制措施开始减少，
而通过“做工作”等方式展现出的柔性的消解措施日

趋增多。 所谓消极介入，指的是国家行政主管机关在

环境污染事件中态度暧昧、行动滞后，甚至表现为“不
作为”姿态。 比如，在蓬莱 １９—３ 溢油事件中，“国家

海洋局没有及时发布溢油事件环境信息及其消极影

响”，并“试图转移政府溢油信息公开的义务” ［４］，由
此引发有关律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

政诉讼”，状告国家海洋局“行政不作为”，产生了广

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所谓积极介入，指的是国家行

政主管机关积极整合资源，为受损渔民的环境抗争提

供制度化的保障和相关具体措施。 比如，墨西哥湾溢

油事件发生后，美国环保部门联合其他部门积极介入

到事件处理进程，而且，联邦政府以及奥巴马总统都

对 ＢＰ 公司强力施压，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最终促

使 ＢＰ 公司设立 ２００ 亿美元专项赔偿基金。 而在 ＢＰ
承诺用 ２００ 亿美元建立赔偿基金后，美国政府仍于

２０１１ 年底就墨西哥湾溢油事件提起诉讼［５］３０２。 可见，
国家的积极介入为底层社会的环境抗争与索赔诉求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但是，这种国家层面的积极介

入在中国的环境抗争事件中出现频率还比较低，导致

受损群体的环境抗争困境重重。
国内学术界对环境抗争的曲折过程和体制性困

境开展了比较多的研究［６］，但对国家积极介入情境

下的环境抗争研究较少，由此导致对成功的环境抗

争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的考察不足。 国家的积极介

入不但有助于维护底层权益，也有助于增进社会稳

定。 当前，中国正在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深入

研究环境抗争中的国家积极介入机制，对于环境受

损群体的权益维护和生态文明的制度构建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为此，本文选择被称作是“中国海洋

污染索赔第一案”这一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塔
斯曼海”轮溢油事件展开研究。 该污染事件具有重

要的标本价值，并且占据了多项“第一”：它是中国

加入《１９９２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

称公约）后，首次为维护国家海洋资源提起的油污

损害索赔案件；首例根据《公约》向外国船公司保险

人进行索赔的案件；院士及众多专家学者出庭作证，
在中国司法审判史尚属首次；中国海洋行政管理部

门在法律框架内提出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涉外索赔第

一案［７］，因此，它是“中国第一起由政府出面、运用

本土法律成功进行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的案例” ［８］，
“开创了维护我国海洋生态权益的先例” ［７］。 此外，
它也是国家积极介入底层环境抗争的典型案例。

当前，中国海洋污染事件呈现出高发态势，但

是，渔民的权益维护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由此导致底

层的环境抗争事件时常发生，并影响了沿海区域社

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作为“中国海洋污染索

赔第一案”，“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中渔民的环境

抗争时间长、跨度大，对这一具有标本意义的经典个

案进行深入解剖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

义。 本文旨在研究国家积极介入对底层环境抗争的

社会影响，并探讨这种国家介入背后的社会机制，进
而探讨如何建立健全制度化的国家介入机制，从而

在制度层面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二、“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与
底层环境抗争历程

１．“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载满原油的马耳他籍油轮

“塔斯曼海”轮与中国大连“顺凯 １ 号”轮在天津大

沽锚地东部海域 ２３ 海里处碰撞（图 １），导致大量原

油泄漏入海［９］。 《中国海洋报》的专题报道显示，在
事发附近海域的沉积物和滩涂底泥样品中都发现了

该油轮所泄原油。 与事故前 １ 周相比，溢油事件发

生 ５ 天后，海水中油类含量高于事故前 ２􀆰 ２ 倍，受影

响海域面积达到 ３５９􀆰 ６ｋｍ２；沉积物中油类含量高于

事故前的 ８􀆰 １ 倍，受影响的海洋沉积物面积达到

８２􀆰 ７ｋｍ２；滩涂污染面积 １４７ｋｍ２。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北
海检测中心开展的第八次检测发现，事发海域沉积

物油类含量仍高于事发前平均值 ０􀆰 ７６ 倍［９］。 可见，
此次溢油事件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了长期影响，并
且致使沿岸 １ ５００ 余户渔民和养殖户遭受重大经济

损失，由此引发了持续多年的环境抗争。

图 １　 “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的油污范围及其所在海域示意

溢油事件发生后，经国家海洋局授权，天津市海

洋局相关资料显示指派技术人员到事故海域调查取

证。 １１ 月 ２８ 日，天津市海洋局向天津海事法院提

起申请，要求扣押油轮，并责令其提供 １ ５００ 万美元

担保。 随后，天津海事法院下达扣船通知并将其扣

押。 直到中国再保险公司代表伦敦汽船船东互保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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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为油轮提供油污责任担保），为英费尼特航运有

限公司（油轮的船东）向法院支付 ３００ 万美元的信

用担保后，天津海事法院才解除扣押。 在国家海洋

局的授权下，天津市海洋局对英费尼特航运有限公

司和伦敦汽船互保协会提起诉讼。 随后，天津市渔

政渔港监督管理处也向上述被告进行索赔。 天津市

海洋局提出的索赔数额为 ９ ４７９􀆰 ２５ 万元，其中包括

恢复期海洋生态环境损失 ７６６􀆰 ７９ 万元、恢复环境原

貌采取措施的费用 ８ ４０４􀆰 ９４ 万元、评估费 ３０７􀆰 ５２
万元。 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索赔渔业资源损

失的数额为 １ ７８４􀆰 ８ 万元，包括直接渔业资源损失

４４６􀆰 ２ 万元以及天然渔业资源损失 １ ３３８􀆰 ６ 万

元［１０］１９４⁃１９７。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天津海事法院对此

案做出一审判决，海洋生态损失获赔 ９９６ 万元，渔业

资源损失获赔 １ ５１３ 万元、渔民和养殖户损失获赔

１ ７００万元［１１］，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分析表明，在“索赔—获赔”比例方面，天

津市海洋局索赔额最多，获赔额最低，获赔率为

１０􀆰 ５％；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索赔额最低，获
赔额较高，获赔率则最高，达到 ８４􀆰 ８％；而渔民和养

殖户的索赔额位居前两者之间，获赔额最高，达到

１７００ 万元，但是，他们的获赔率较低，仅为 ２７􀆰 ３％。
２．环境抗争历程

“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

失和生态破坏，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同
时，受影响的渔民数量庞大。 由此导致的环境抗争

历程长、跨度大———自 ２００２ 年污染事件爆发到

２００８ 年初步画上句号，抗争历程长达 ７ 年。 在此过

程中，渔民的环境抗争既包括依托民间组织进行的

抗争，也包括自力抗争。
所谓依托民间组织进行的抗争，主要是指受损

渔民群体通过渔民协会表达利益诉求，进而开展呼

吁、申诉、抗议和维权活动。 在“塔斯曼海”轮溢油

事件中，受损渔民群体委托渔民协会开展索赔活动。
其中，河北省滦南县渔民协会代表 ９２１ 户渔民和 １５
户养殖户、天津市塘沽区北塘渔民协会代表 ４３３ 户

渔民以及大沽渔民协会代表 ２３６ 户渔民［１１］，通过诉

讼等方式开展了长期的抗争与索赔活动。 所谓自力

抗争，指的是受损渔民不借助其他组织的力量，以户

为单位开展申诉、抗议和维权活动。 比如，天津市汉

沽地区 ２５６ 户渔民与养殖户作为原告开展了长期抗

争。［１１］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三家渔民协会以及汉沽地

区 ２５６ 户渔民与养殖户向英费尼特公司和伦敦汽船

互保协会提出索赔［１０］１９６，索赔总额将近 ６ ３００ 万元。
在一审判决中，渔民与养殖户因渔业捕捞损失、滩涂

养殖损失和网具损失等共获赔 １ ７００ 余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行政主管部门为 １ ３２７ 名渔民和养殖

户发放 ６００ 多万元赔偿款［１２］。
无论是依托民间组织进行抗争还是自力抗争，

依法对肇事方提起诉讼都是“塔斯曼海”轮溢油事

件中受损渔民群体进行环境抗争的主要方式，在抗

争中并没有出现体制外行为。 管理机构组织技术人

员调查取证、扣押肇事船只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缓

解了底层社会环境抗争中经常出现的“取证难”、
“立案难”等问题。 可以说，政府与法院的正面回应

是渔民通过制度化渠道成功抗争的现实基础。

三、国家积极介入对底层环境抗争的影响

环境抗争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地

方政府、污染企业以及受损公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博

弈过程。 与经济实力强大的污染企业相比，受体制、
资金、技术等影响，底层群体在博弈中处于弱势地

表 １　 “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中原告索赔额及一审判决结果

单位
索赔额 一审获赔额

项目 金额 ／ 万元 合计 ／ 万元 项目 金额 ／ 万元 合计 ／ 万元
获赔率 ／ ％

天津市
海洋局

恢复期海洋生态环境损失 ７６６􀆰 ７９

恢复环境原貌
采取措施费用

８ ４０４􀆰 ９４

评估费 ３０７􀆰 ５２

９ ４７９􀆰 ２５

海洋环境容量损失 ７５０􀆰 ５８

调查、检测评估
费用及生物

修复研究经费
２４５􀆰 ２２８ ４

９９６ １０􀆰 ５

天津市渔
政渔港监
督管理处

直接渔业损失 ４４６􀆰 ２

天然渔业资源损失 １ ３３８􀆰 ６
１ ７８４􀆰 ８

渔业资源损失 １ ４６５􀆰 ４２

调查评估费 　 ４８
１ ５１３ ８４􀆰 ８

渔民及养殖户

滦南县渔民协会 ４ １００

塘沽区大沽渔民协会 ３５７

大沽渔民协会 ４７１

汉沽地区渔民养殖户 １ ３００

６ ２２８

— 　 —

— 　 —

— 　 —

— 　 —

１ ７００ ２７􀆰 ３

　 　 数据来源：根据张俊的《生态索赔：为海洋“疗伤”筹资》（《中国环境报》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和张晓敏的《油船泄漏之后———海洋污染涉外
索赔第一案审判纪实》（《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等资料进行的整理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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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比如，“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 ［１３］ 是底层环境

抗争面临的重要体制性障碍；底层群体受到生存理

性、专业壁垒、自身的弱组织化以及技术专家的非独

立性等因素影响， 在环境污染中常常 “无能为

力” ［１４］；随着国家控制能力的加强和政治经济渗透

性的深入，“审判性真理”限制了受害者对污染以及

污染受害的证明［１５］。 凡此种种，都使得底层社会的

环境抗争很难成功。 而当国家积极介入后，这种格

局则会发生根本性转变。 国家的积极介入会影响到

司法部门以及专家技术团体的立场与态度，从而为

环境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综合性支持。
１．保证了环境抗争渠道的畅通

公共权力部门的认可与支持是环境抗争取得成

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法院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受损

渔民能否通过法定渠道进行抗争。 目前，我国采用

的是“条块分割”式的海洋管理体制，与之对应的是

分散型的执法模式［１６］。 海洋、海事、渔政、环保和军

队等部门共同参与海洋环境治理，形成了“多龙治

海”格局。 但是，由于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明确，受
损渔民在抗争中经常遇到相关部门相互推诿与扯皮

的现象。 所以，“条块分割”的海洋管理体制以及司

法部门的设置虽然为底层的抗争诉求提供了多种表

达途径，但部门之间的责任分散和相互推诿制约了

抗争维权目标的达成。 特别是，当污染企业实力雄

厚，能够为当地带来显著经济利益时，政府部门出于

经济发展和维稳的需求，并不支持甚至会限制底层

社会的环境抗争。 而政府部门的这种态度会影响到

法院的立场，导致“法院不受理”局面，进而导致受

损渔民的抗争维权活动很难得到公正的判决。
在海洋污染事件中，如果没有国家的积极介

入，受损渔民开展的环境抗争很难得到地方政府

和法院的支持，其利益诉求也很难得到保障。 而

国家的积极介入则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格局，它
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对渔民环境抗争的态度，促使

不同部门之间进行有效的合作，增强地方行政机

构和法院的公正性，并保证了环境抗争渠道的畅

通。 当然，国家的介入与溢油事件的特殊性有关。
肇事船只“塔斯曼海”轮为马耳他籍油轮，其船东

为英国公司。 溢油事件发生后，天津市政府召开

了由市司法局、海洋局、海事局和水产局等部门参

加的协调会，决定由天津市司法局负责协调证据

收集，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管理职责开展

工作。 随后，天津市海洋局在国家海洋局的授权

下，代表国家开展索赔［９］ 。 在市海洋局与渔政渔

港监督管理处提起诉讼后，天津海事法院采取了

本案共同涉及的问题作为共同证据进行合并审理

的审判方式，并且法官规格之高也为该院首次［７］ 。
在国家积极介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海事法院

开展了大量工作，从而为渔民的环境抗争和利益

表达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表 ２）。
表 ２ 说明，国家海洋局的授权为地方政府部门

的积极介入提供了制度支持，保障了渔民环境抗争

渠道的畅通。 同时，这种介入破解了底层群体因地

方政府的“不作为”而难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体

制性困境。 此外，这种介入模式促使受损渔民提起

的诉讼得到了海事法院的认可与支持，避免了海洋

污染事件中经常出现的“法院不受理”现象，从而使

其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成为可能。
２．为环境抗争提供了专业技术支持

渔民提供的污染证据是法院裁定的基础，但是，
受海洋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渔民自身知识水平的限

制，证据的搜集往往成为制约环境抗争的瓶颈。 渔
表 ２　 “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处理过程

时间 主要事项

２００２ ／ １１ ／ ２３ 凌晨 ４ 时 ８ 分，“塔斯曼海”号油轮与“顺凯一号”轮发生碰撞。

２００２ ／ １１ ／ ２８ 天津市海洋局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申请，要求扣押油轮，并责令其提供 １ ５００ 万美元担保。 此后，渔政处、渔民协
会分别提出扣押该轮申请。 随后，天津海事法院下达扣船通知。

２００２ ／ １２ ／ ２０ 中国再保险公司向法院支付 ３００ 万美元的信用担保，法院解除对“塔斯曼海”扣押。

２００２ ／ １２ ／ ２６ 天津市海洋局将船东英费尼特航运有限公司、为该轮提供油污责任担保的伦敦汽船互保协会告上法庭。

２００２ ／ １２ ／ ３１ 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对英费尼特航运有限公司、伦敦汽船互保协会提起诉讼。

２００３ ／ １ ／ １０ 三家渔民协会及汉沽地区 ２５６ 户渔民、养殖户等多家原告就渔业资源遭受的损失向英费尼特公司和伦敦汽船互
保协会提出索赔。

２００４ ／ ６ ／ ２－２００４ ／ ６ ／ ４ 天津海事法院开庭对滦南、北塘、大沽、汉沽 １ ５００ 余名原告的主体资格分别进行核对。

２００４ ／ ６ ／ ２４－２００４ ／ １２ ／ １７ 天津海事法院多次公开开庭审理该案件。

２００４ ／ １２ ／ ３０ 天津海事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２００５ ／ １ 英费尼特航运有限公司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２００７ ／ ３ １ ５１２ 名渔民和养殖户向天津海事法院提出申请执行，希望尽快拿到赔偿款。

２００８ ／ ４ ／ ３ 法院为 １ ３２７ 名渔民和养殖户发放 ６００ 多万元赔偿款。
　 　 资料来源：根据高振会等编著《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的理论、方法及案例研究》（第 １９４—１９７ 页）和张晓敏、徐霄《油船泄漏之后———海
洋污染涉外索赔第一案审判纪实》（《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等资料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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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关污染状况的主观感受不能作为法院认可的证

据，证据的提供依赖于专业的鉴定机构，而海洋污染

与损失评估对专业技术以及评估设备的要求非常

高。 技术专家的非独立性影响评估结果［１４］。 技术

专家本应独立于行政和司法系统，以客观的态度对

污染状况进行评估。 但是，有些技术专家为寻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迎合污染企业或地方政府部门的需

要，影响了鉴定结果的客观性。 同时，检验技术、统
计手段以及测量标准等方面具有模糊性［１７］，增加了

底层环境抗争的不确定性。 环境污染鉴定中的巨额

评估费用远远超出了渔民的承受能力，也对环境抗

争构成了制约。 而当国家积极介入后，这种格局就

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国家的积极介入为证据收集和因果关系

确立提供了重要支撑。 当国家积极介入后，政府部

门承担了很多的证据收集工作。 而政府可以实现有

效的社会动员，充分整合专家学者以及鉴定机构等

各种资源，提供及时、有效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减

少了渔民在环境抗争中的被动性。 此外，评估费用

也不再成为制约证据搜集的重要因素。 “塔斯曼

海”轮溢油事件发生后，天津市海洋局立即派海洋

监察人员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并委托国家海洋局北

海监测中心对事故海域开展跟踪监测。 后者通过事

故发生前后检测数据的对比，确定了受影响的海水、
沉积物及滩涂的范围与面积。 从事故发生到第一次

开庭期间，国家海洋局北海监测中心先后 ８ 次、派出

近百人进行外业调查，对 ２００ 多个站点进行调查取

证，对上万组要素与数据进行处理［９］。 天津海事法

院聘请技术专家参与事故调查与检测工作，他们在

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基础上，提出污染源诊断、污染

对象确定、污染程度分析以及损失评估的总体技术

路线等报告，并对原油扩散路径、归宿进行了模拟分

析［７］，为溢油事件的损害评估提供了有力证据。 同

时，出庭作证的还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中
国海洋行政管理学鼻祖”的专家、国内著名油污技

术以及防污染法律专家等众多海洋界与法律界的知

名学者［７］。 在案件审理中，天津海事法院采取了

“本案共同涉及的问题作为共同证据进行合并审

理”的审判方式，由天津市海洋局和天津海事法院

获取的证据同样可以作为受损渔民进行索赔的证

据。 可见，正是国家的积极介入解决了鉴定机构的

不确定性、技术专家的非独立性以及资金等因素对

渔民搜集证据的限制，为其成功索赔提供了保障。
其次，国家的积极介入弥补了渔民法律专业知

识的不足。 渔民通过诉讼进行环境抗争的过程，是
双方律师团队之间的博弈过程。 在污染事件中，事

故责任方通常是具有雄厚资金基础的企业组织，往
往通过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其在

事故中承担的责任。 相比之下，环境受损群体的法

律知识储备一般不高，而且，高昂的鉴定费用常常导

致他们难以请得起代理律师。 此外，诉讼中的复杂

性和胜诉的低可能性，常常导致一些律师“知难而

退”。 而国家积极介入后，渔民在诉讼过程中可获

取的资源则大大增加，并且吸引了高水平的律师团

队的介入，与事故责任方的律师团队相抗衡，从而改

变了诉讼中渔民的弱势地位。 “塔斯曼海”轮溢油

事件发生后，天津市海洋局委托嘉德律师事务所处

理相关法律事务。 在案件审理中，被告方聘请了 ４
名律师，原告方则聘请了 ８ 名律师，同时，天津海事

法院还聘请了 ７ 位资深司法鉴定专家作为顾问［９］。
可见，缺乏法律知识和处于弱势地位的渔民，在国家

积极介入后，获得了律师团的专业技术支持。 随后，
代理律师就溢油量、原油品质、回收量和挥发量、溢
油前后的海洋环境质量以及适用法律等问题进行了

举证［９］，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受损渔民的合法权益。
３．提高了环境抗争的组织化程度

张玉林认为，受害者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是成

功的环境抗争所需的条件之一，组织化的行动能够

赋予受害者勇气、策略和力量［１８］。 但是，我国的维

稳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对环境抗争中的组织性行为异

常敏感。 因此，中国的 ＮＧＯ 主要致力于环境保护活

动，较少参与环境抗争事件，即便参与到具体的环境

抗争事件中，也倾向于采取“温和行动策略” ［１９］，即
主要是向政府部门反映问题，很少直接参与谈判和

诉讼。 缺乏组织化力量不仅使得渔民无法借助于社

会组织整合资源，扩大环境抗争的社会影响，而且也

容易造成渔民群体的内部分化。
面对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污染企业，渔民需要具

备组织化的力量展开抗争，进而增加在环境抗争中

的话语权。 而国家的积极介入能够提高渔民环境抗

争的组织化程度，减少受损渔民群体在环境抗争中

的分化。 一方面，国家的积极介入消除了渔民对环

境抗争中组织化行为的“合法性”顾虑。 在“塔斯曼

海”轮溢油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为渔民协会发

挥自身的积极作用奠定了基础。 河北省滦南县渔民

协会、天津市塘沽区北塘渔民协会和大沽渔民协会

作为渔民和养殖户的代表，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被告对遭受损失的渔民进行索赔，充分表达

了渔民的诉求。 由渔民协会代表渔民处理索赔事

宜，能够增强渔民环境抗争的有序性，将遭受损失的

１ ５００ 余户渔民组织起来，更好地整合了渔民的力

量。 另一方面，国家的积极介入使渔民能够借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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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海洋局北海监测中心及大量技术专家提供的证据

进行索赔，并减少了污染肇事者通过经济手段瓦解

渔民阵营的可能性，从而使渔民在长达七年的抗争

中能够始终保持较高的组织化水平。
４．保证了环境抗争结果的执行

在环境纠纷中，如果事故责任方属于外籍企业，
即使受损群体胜诉，法院判决也会时常遭遇执行困

境。 另外，如果赔款额度超过了企业的承担范围，并
且污染企业没有其他组织的资金支持，即使受损者

取得了胜诉，也会出现法院的判决结果难以执行的

现象。 这些都对环境抗争目标的达成构成了制约。
当国家积极介入后，得到授权的政府机构代表

受损群体和污染企业展开交涉，能够有效地保证审

判结果的执行。 “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发生后，天
津海事法院扣押了“塔斯曼海”油轮，在其支付 ３００
万美元担保费用后才解除扣押［１１］。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渔
民和养殖户向天津海事法院提出申请执行，申请尽

快拿到赔偿款。 按照常规做法，应该等案件全部审

结之后再发放执行款，但天津海事法院考虑到渔民

及养殖户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决定提前分批按比

例向为渔民和养殖户发放赔偿款［１２］。 可见，即使渔

民最终能够胜诉，如果肇事者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结

果，那么没有国家作为后盾的渔民仍然很难得到

赔偿。

四、结　 论

作为“中国海洋污染索赔第一案”，“塔斯曼海”
轮溢油事件是国家积极介入底层环境抗争的典型案

例，这种国家介入是底层环境抗争取得预期目标的

关键。 在海洋污染事件和底层环境抗争事件频发的

背景下，深入探讨国家介入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 同时，为了构建制度化的国家介入

机制，从制度层面维护底层社会的权益，我们需要对

此次溢油事件中的国家介入模式展开深度反思。
首先，在大型海洋污染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

是底层环境抗争得以成功的关键。 底层的环境抗争

普遍面临着“立案难”、“取证难”、“索赔难”和“执
行难”等困境，而国家的积极介入促使地方政府和

海事法院“积极作为”，从而为环境抗争提供了有效

的制度渠道和专业技术支持，提高了环境抗争的组

织化程度，并为判决结果的执行提供了机制保障。
在“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中，如果没有国家的积极

介入，渔民无法承受长达 ７ 年的法院诉讼，难以开展

持续数年的环境抗争。 与其他众多海洋污染事件相

比，这是“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中渔民环境抗争得

以成功的关键与核心。

其次，国家积极介入的主旨在于维护海洋生态

权益，渔民的权益维护并不是核心议题。 “塔斯曼

海”轮溢油事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肇

事船只为马耳他籍油轮，其船东为英国公司，这是国

家积极介入的重要条件。 正是借助这股“东风”，渔
民的环境抗争才获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在“索
赔—获赔”比例方面，１ ５００ 余户渔民和养殖户仅仅

获得 １ ７００ 万元赔偿，获赔金额远远低于其遭受的

损失，获赔率仅为 ２７􀆰 ３％。 可见，渔民的弱势地位

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再次，在环境污染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具有

选择性。 在“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中，肇事油轮的

外籍属性是国家积极介入的重要基础。 而这种情形

并非个案。 ２００５ 年，葡萄牙籍“阿提哥”号油轮在大

连新港发生触礁搁浅，导致原油泄漏。 “当地政府

在第一时间帮助渔民取证”，大连海事法院积极助

力渔民索赔，“法院共立案 １１７ 件，总标的额达 １１􀆰 ６
亿元”。 其后，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代表国家向“阿
提哥”号提起海洋生态损失赔偿诉讼［２０］。 相比之

下，在大连“７􀆰 １６”事件中①，“养殖户发现大连市的

律师事务所仿佛在一夜之间失声”，政府部门则“主
动站出来阻止渔民表达伸张自己的权益” ［２０］，因为

肇事者是大型央企中石油。 同理，在蓬莱 １９－３ 溢

油事件中，国家海洋局的信息通报滞后，并由此受到

诸如“不作为”批判，甚至被相关律师以“行政不作

为”诉讼到人民法院。 可见，当肇事方涉及中海油、
中石油等央企时，国家海洋局的介入表现出了不一

样的姿态———消极性以及消解性介入模式纷纷登

场。 整体上看，在环境污染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

具有较为明显的选择性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

这种选择性导致这起被称作“开创了维护国家海洋

生态权益先例”中积累的索赔经验和运作机制在后

续的大型污染事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 因

此，选择性介入模式并不能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最后，亟待以环境受损群体的权益为核心，建立

健全制度化的国家介入机制。 在环境事件中，国家

积极介入的案例尚不多见，而国家介入的制度缺位

导致底层环境抗争困境重重，进而影响了社会稳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提出，要“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

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当前，亟待构建

（下转第 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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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大连新港附近的输油管道发生爆炸，
引发火灾，同时造成大量原油泄漏入海。 此次溢油事件对附近

海域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并导致从事海洋养殖的渔民

遭受严重经济损失。




